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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途径及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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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淡水水生生态系统是全球陆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淡水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日益增多。

基于国内外目前对湖泊、河流、水库及浅水池塘等淡水生态系统开展的最新研究成果，总结分析了淡水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

排放的 ３ 个主要途径及相应观测方法。 气泡排放的观测方法有倒置漏斗法、开放式动态箱法和超声探测技术；植物传输的观测

方法有密闭箱法和植株切割法；扩散途径的观测方法有静态浮箱法、模型估算法 ／梯度法、微气象学法、ＴＤＬＡＳ 吸收光谱法等。
从物理因素、化学因素、生物因素、水动力因素和人类活动等角度，深入探讨了淡水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影响因

素。 最后根据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以期为我国进一步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淡水水生生态系统； 温室气体； 排放途径； 观测方法；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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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及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一系列生态与环境问题已引起人们对温室气体“源 ／汇”
的广泛关注［１］。 作为一个重要的生态系统类型，水生生态系统（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水生生态系统作为温室气体重要的源和汇，对大气环境中温室气体浓度变化具有重

要影响［２⁃４］。 水生生态系统是地球表面各类水域生态系统的总称，按水体盐度高低可分为淡水生态系统和海

洋生态系统，淡水又分为静水和流水生态系统。 目前有关淡水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静水

生态系统，包括湖泊［５⁃７］、水库［８⁃１０］和浅水池塘［１１， １２］，而有关流水生态系统的研究鲜见报道［１３， １４］。 由于水生

生态系统温室气体的产生、转移及排放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且这一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

影响，进而导致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鉴于水生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

开展了一些相关的研究［１５⁃１８］，但从广度和深度看，与国际上还有一定的差距。 本文重点从陆域淡水水生生态

系统（以下简称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ＣＯ２、ＣＨ４和 Ｎ２Ｏ）的排放途径、观测方法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

归纳总结，以期为深入理解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的产生与排放机制，为今后我国进一步开展水生生态系统

温室气体产生、排放与调控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思路与帮助。

１　 温室气体的排放途径

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主要通过沉积物⁃水⁃大气（或沉积物⁃植物、浮游植物⁃大气）体系向大气中排放

（图 １） ［１９］。 河流、湖泊、池塘等水体环境产生的温室气体通过气泡排放、植物传输和扩散途径进入大气；对于

水库而言，气体除通过上述 ３ 种途径进入大气外，还会通过水轮机、溢洪道和大坝下游等途径由水体逃逸至大

气环境。
１．１　 气泡排放

气泡排放是无植物区域沉积物⁃水界面 ＣＨ４等微溶气体迁移至水体表面进入大气的主要途径（图 １）。 该

途径排放气体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同气候带水体深度分压差的影响［２０， ２１］，但两者关系具有复杂性和

不确定性。 热带区域淡水水体（水库和湖泊）受水体静压力的作用，ＣＨ４通过气泡的排放量随深度增加而减

少，且最大排放量往往发生在水深小于 １０ ｍ 的浅水域［２１］。 Ｒｏｓａ 等［２２］ 对巴西 Ｓａｍｕｅｌ 水库不同深度 ＣＨ４排放

通量的研究发现，水深为 ５ ｍ 或小于 ５ ｍ 处，ＣＨ４通过气泡的排放量为 ２．５０１—２．９２ ｍｇ ｍ－２ ｈ－１，而深度大于 ５
ｍ 处，排放量仅有 ０．０８ ｍｇ ｍ－２ ｈ－１。 Ｋｅｌｌｅｒ 等［２３］对巴拿马 Ｇａｔｕｎ 湖泊，Ｇａｌｙ－Ｌａｃａｕｘ 等［２４］ 和 Ｒｏｓａ 等［２２］ 对亚马

逊流域 Ｔｕｃｕｒｕ 水库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然而，Ｄｅｌｓｏｎｔｒｏ 等［８］ 和 Ｄｉｅｍ 等［２５］ 对北半球温带地区湖泊和水

库，以及 Ｂａｓｔｉｅｎ 和 Ｄｅｍａｒｔｙ［３］对南半球亚热带地区水库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 Ｄｅｌｓｏｎｔｒｏ 等［８］ 和 Ｄｉｅｍ［２５］ 等研

究发现，ＣＨ４通过气泡方式排放的最大通量源自于水下 ３０ ｍ 以外的深水区域。 Ｂａｓｔｉｅｎ 和 Ｄｅｍａｒｔｙ［３］对澳大利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１　 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的排放途径［１９］

Ｆｉｇ．１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亚 Ｋｏｏｍｂｏｏｌｏｏｍｂａ 水库的研究发现，ＣＨ４通过气泡方式排放的最大通量与水体深度及其分压差并不存在直接

地关系。 以上研究结论的不一致表明，不同深度分压差并不是造成气泡排放 ＣＨ４强度呈现差异的唯一或主要

因素，水生生态系统自身特征和其它外界因素也具有重要作用。
水体环境中气泡发生具有难以预测性、零星分布、持续时间极为短暂等特征，ＣＨ４气泡形成需具备 ３ 个条

件：（１）沉积物具有较高的 ＣＨ４产生速率；（２）水中气体的浓度较高；（３）水体压力超过沉积物溶液表面张力，
其中，沉积物 ＣＨ４产生速率对于水中气泡的形成及气泡数量的多寡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理论上，当沉积物

ＣＨ４产生速率较低时，一般不会或只产生极少量气泡；而一旦 ＣＨ４产生速率超过某一临界值，沉积物液相中的

ＣＨ４达到饱和，且来不及扩散的 ＣＨ４气体分子便合并成 ＣＨ４气体分子团形成富含 ＣＨ４的气泡［８， ２１］。 水体中

ＣＨ４气泡的形成、转移与释放过程是个十分复杂的动力学过程，除受水体环境不同深度分压差影响外，其他因

素，如沉积物底质孔隙率、水体溶解氧、近表水层的温度效应、风速、碎浪作用、上升流变动、水流速度与方向、
水生生物（如微生物、底栖动物）活动及大气边界层性质等亦显著干扰气泡释放过程，并且这些因素具有显著

的时空变化［２６， ２７］。 目前国际上关于上述因素对 ＣＨ４气泡排放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其影响程度的研究已开展了

相关工作，但国内并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
相对于 ＣＨ４气体，ＣＯ２因溶解度和液相阻力相对较大，气泡中含有的 ＣＯ２量较少，气泡并不是水体中 ＣＯ２

进入大气环境的主要途径。 已有研究显示，通过气泡排放途径进入大气环境中的 ＣＯ２通量往往不到扩散通量

的 １—２％［２７， ２８］。 Ｋｅｌｌｅｒ 和 Ｓｔａｌｌａｒｄ［２３］对巴拿马 Ｇａｔｕｎ 湖泊研究发现，９８％ ＣＨ４通过气泡排放途径进入大气，而
ＣＯ２通过气泡排放的比例不到 ２％。 Ｃａｓｐｅｒ 等［２９］对英国一个低生产力湖泊（Ｐｒｉｅｓｔ Ｐｏｔ 湖泊）ＣＨ４和 ＣＯ２排放的

研究也得出相似结论，发现 ＣＨ４和 ＣＯ２通过气泡途径排放的比例分别为 ９６％和 １％，并指出气泡排放存在显著

的时空变化。 Ｙａｎｇ 等［３０］对三峡水库水⁃气界面 ＣＯ２通量的研究结果显示，仅有 ５％ 的 ＣＯ２是通过气泡途径进

入大气中。 但 Ｂａｓｔｉｅｎ 和 Ｄｅｍａｒｔｙ［３］对大洋洲 Ｋｏｏｍｂｏｏｌｏｏｍｂａ 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发现

Ｋｏｏｍｂｏｏｌｏｏｍｂａ 水库气泡途径排放的 ＣＯ２通量高于 ＣＨ４，与其它水库相比两种气体通过气泡途径的排放量相

当，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ＣＨ４：０．００２ ｍｇ ｍ－２ ｈ－１，ＣＯ２：０．００３ ｍｇ ｍ－２ ｈ－１）。 以上不同的研究结果可能是由于研

究区域地理位置、水体环境条件、观测方法（观测手段、观测时间及样品采集次数等）的不同而引起。
１．２　 植物传输

水生植物为维持根的呼吸功能，往往形成输导组织向根部输送氧气，这些输导组织也成为植物传输水体

温室气体（主要是 ＣＯ２和 ＣＨ４）的通道（图 １）。 在植物群落茂密的水域，植物传输是沉积物中 ＣＨ４迁移到大气

环境的重要途径，大约 ５０ —９０％的 ＣＨ４可通过植物通气组织由沉积物直接输送到大气中［２７］，但不同植物群

落之间的传输量存有较大差异。 青藏高原花海不同植物群落 ＣＯ２和 ＣＨ４排放通量研究表明，与沉水植物（眼

３　 ２０ 期 　 　 　 杨平　 等：淡水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途径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子菜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相比，挺水植物（杉叶藻 Ｈｉｐｐｕｒｉｓ、藨草 Ｓｃｉｒｐｕｓ、苔草 Ｃａｒｅｘ）具有较高的 ＣＯ２和 ＣＨ４排放通

量，表现为眼子菜＜藨草＜苔草＜杉叶藻［３１， ３２］。 段晓男等［３３］ 对乌梁素海不同植物群落 ＣＨ４排放通量的野外观

测也得出类似结论，发现沉水植物（龙须眼子菜群落）ＣＨ４排放速率为 ３．４４ ｍｇ ｍ－２ ｈ－１，仅为挺水植物（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群落）平均排放速率的 ２１．９４％。 分析原因是不同植物群落对温室气体产生、氧化过程

及其传输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而引起。 通常认为挺水植物可以将沉积物中产生的温室气体直接输送到大气中，
而沉水植物只能将气体输送到水体中，再由水⁃气界面进入大气，该过程会增加 ＣＯ２在植物体内被固定和 ＣＨ４

被氧化的可能［３２， ３３］。 此外，可能还会受植物传输温室气体机制的影响［１２］。
植物传输温室气体的机制分为分子扩散和对流传输。 分子扩散依赖于植物根与沉积物上部以及植物体

内和大气之间的气体浓度差，扩散的能力主要受温度影响。 该种机制较多地存在于沉水植物（如眼子菜）和
一些小型挺水植物，如藨草（Ｓｃｉｒｐｕｓ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ｓ）、苔草属植物（Ｃａｒｅｘ）、贝母（Ｃｌａｄｉｕｍ）群落［３２， ３４］，扩散规律可以

用流体力学中 Ｄａｒｃｙ 扩散定律来描述［３５］：
Ｑ＝ＫＡＪ （１）

式中：Ｑ 为气体通量，Ｋ 为扩散系数，Ａ 为通道面积，Ｊ 为浓度梯度差。
对流传输是由气体的分压差驱动，气体随气流运动而输送，传输能力主要受到通过植物通气组织的湿度

（湿度诱导）、热（热力学诱导）或者风速影响［３６］。 该种机制通常存在于芦苇、互花米草（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香蒲（Ｔｙｐｈａ）、王莲（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ａｍａｚｏｎｉｃａ）等大型挺水植物或浮水植物中［３７］，传输规律可用气体运动理论描述：

Ｅｓ＝ＦＡ－１ΔＰ－１ （２）
ΔＰｔ＝Ｐａ（Ｔｉ０．５Ｔａ－０．５－１）（热力学诱导） （３）
ΔＰｔ＝Ｐｗｉ－Ｐｗａ　 　 　 （湿度诱导） （４）

式中：Ｅｓ 为气体对流效率（ｃｍ３ｍｉｎ－１ｃｍ－２Ｐａ－１），Ｆ 为气流速率（ｃｍ３ｍｉｎ－１），Ａ 为叶片面积（ｃｍ２），ΔＰ 为压强差，
ΔＰｔ 为热力学压强差，ΔＰｗ 为湿度压强差，Ｐｗｉ 为叶片维管内湿度压强，Ｐｗａ 为大气湿度压强，Ｐａ 为大气压强，
Ｔｉ 为叶片内温度，Ｔａ 为大气温度。 一般来说，对流传输的输送效率高于分子扩散［３７］。
１．３　 扩散排放

扩散是指 ＣＯ２、ＣＨ４或 Ｎ２Ｏ 等气体分子在浓度梯度下从高浓度向低浓度的一种任意运动，其通量 Ｆ 取决

于气体溶解系数 α、气体传质系数 ｋｇ，Ｔ 以及气体在水体与大气间的浓度差 ΔＰ，具体计算方式如公式 １０
所示［４］：

Ｆ＝ α ｋｇ，Ｔ ΔＰ （５）
在进行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通量扩散途径排放的研究中，气体传质系数的确定是核心，其传质系数受

水⁃气界面紊流混合作用的控制［４］，并且受到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风速或风场［３８， ３９］、降
雨［４０］、热对流［４１］、水流［４２］、光照、水体酸碱度［２６， ４３］、有机质或悬浮物质［１８］、水体氧化还原环境［１９， ４４］ 等均对气

体传质系数产生影响。
１．４　 其它途径

除上述 ３ 种途径外，水轮机、溢洪道和大坝下游也是水库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途径［４］（图 ２）。 大部分水

电大坝为了有足够的动力来运行水轮机，会将进出水口设计在距离水库表面数米低的地方，当富含气体的水

通过水轮机时，水体静水压力发生急剧变化，大量气体将从水中逃逸出来。 已有研究发现，水轮机和溢洪道是

水库中温室气体逃逸至大气环境不可忽略的途径，但释放气体能力存在区域差异。 Ｆｅａｒｎｓｉｄｅ［４５］ 对巴西

Ｔｕｃｕｒｕｉ 水库研究结果显示，水库 ＣＨ４通过水轮机和溢洪道的排放量有时甚至会占到整个水库排放量的 ７０％；
而 Ｄｉｅｍ［２５］等对阿尔卑斯山区的 Ｇｒｉｍｓｅｌ、Ｌｕｚｚｏｎｅ 和 Ｓｉｈｌ 水库研究发现，水库在泄水过程中因产生“水进复氧”
现象，导致 ＣＨ４被氧化，造成通过水轮机和溢洪道传输到大气中的 ＣＨ４量减少，从而致使研究中的 ３ 个水库

ＣＨ４通过水轮机的排放量仅占到水库总排放量的 １４—４４％。 水库在泄水过程中通过水轮机和溢洪道作用除

将部分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外，水体中仍然含有部分的溶解有机碳、颗粒有机碳和溶解 ＣＯ２、ＣＨ４排至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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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因此也有部分的 ＣＯ２、ＣＨ４通过大坝下游途径释放到大气中。 Ｇｕéｒｉｎ 等［４６］ 通过测量 Ｐｅｔｉｔ Ｓａｕｔ 水库表

层、下游河流 ０—４０ ｍ 和 ４０—８０ ｍ 范围处的 ＣＯ２和 ＣＨ４发现，下游河流与水库深层次水体中的 ＣＯ２和 ＣＨ４浓

度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多年跟踪研究结果显示，该水库约 ４０％ ＣＯ２和 ７０％ ＣＨ４的排放发生在大坝下游河流。
Ｋｅｍｅｎｅｓ 等［２８， ４７］对巴西 Ｂａｌｂｉｎａ 水库 ＣＯ２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果，但大坝下游 ＣＨ４排放所占比例相对较低。

图 ２　 水库生态系统温室气体产生与排放过程［４］

Ｆｉｇ．２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ｕｓ ｏｘｉｄ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２　 温室气体的观测方法

鉴于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中各途径的重要性，目前国际上已有多种方法用于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

体不同排放途径的研究（表 １）：
（１）气泡排放和植物传输：倒置漏斗法是国际上用于气泡排放途径的研究的常见方法，主要集中在热带、

亚热带及一些浅水域温室气体通量的观测研究［３， ４， ２３， ４８， ４９］，无法实现区域连续监测和全面捕捉气泡排放信息

是该种监测技术的不足。 为弥补倒置漏斗法上述的缺陷，国际上已发展了开放式动态箱［５０］ 和超声探测技

术［５１］，优点是测量精确度高、连续性好，但技术要求较高。 密闭箱法和植株切割法是用于观测水体中温室气

体以植物通气组织方式排放的常见方法，但是两种方法亦仅局限于点的观测，无法进行大范围、全区域的连续

监测；且样品监测过程中易受人为操作、天气及水面环境的影响，可能导致测定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误差。
（２）扩散排放途径：浮箱法［５２⁃５４］ 和模型估算法［９， ５５⁃５７］ 是目前用于水⁃气界面温室气体扩散通量最常用的

两种野外现场监测方法。 但在运用浮箱采集气样时，可能会因人为干扰和水面波动而改变箱内气体的浓度，
从而导致测量的误差，并且该种方法也会受天气状况影响（通常在无雨期间操作）而无法实现全时段、大区域

的连续观测。 模型估算法中的气体交换系数 ｋ 值的确定是决定该方法观测精度的关键，但 ｋ 值时常受到表层

水体紊流混合作用及环境因素影响而变的十分复杂，因此模型估算的结果可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５８］。 可

调谐二极管激光吸收光谱（Ｔｕｎａｂｌｅ Ｄｉｏｄｅ Ｌａｓｅｒ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ＴＤＬＡＳ）技术和微气象学观测方法中

的涡度相关法是用于对水域温室气体扩散通量进行大面积连续测量最有效、精确度较高的两种方法，但其对

环境条件和技术要求均较高，国际上目前已采用上述两种方法对面积较大的水库和湖泊进行观测研

究［４， ３９， ５９］，国内还比较鲜见。 微气象学观测方法中的空气动力学法、能量平衡法和质量平衡法等也均可以用

于现场测量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扩散通量的计算［６０］。
尽管已经有众多可行技术用于研究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但是，如何快速、有效而准确地评估大尺

度范围温室气体排放通量时空变化的特征，对于当前科研人员来说仍是个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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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通量的主要研究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ｆｌｕｘ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排放途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

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气泡排放
Ｂｕｂｂｌｉｎ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倒置漏斗

法［３， ４， ２３， ４８， ４９］

将倒置漏斗装置置于水体表层以下一定高度处，使用气样采集器从漏斗顶端采集捕集到的气
泡，通过分析气体收集装置中气体的浓度，估算气泡方式排放的气体通量 Ｆ，其计算公式为：Ｆ
＝ＣＶ ／ ＡＴ，式中 Ｃ 为待测气体浓度，Ｔ 为观测时段长度

开放式动态箱法［５０］

通过水泵与尼龙管相连接使得空气进入动态箱箱体，然后运用痕量气体分析仪对采集的气体
样品的浓度进行检测分析，其通量计算公式为：Ｆ＝ ｆ （Ｃｏ—Ｃｉ） ／ Ａ，Ａ 为水面交换面积，ｆ 为气流

流速，Ｃｏ和 Ｃｉ分别为尼龙管出口和进口处的气体浓度

超声探测技术［５１］ 该方法主要是通过获得水体中气泡对探测器所发出的声波反馈的后向散射信息来计算冒泡
的气泡含量与速度

植物传输
Ｐｌａｎ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密闭箱法

将一定规格的静态箱放置在植株行间，按一定时间间隔定量收集箱内气样，运用气相色谱仪
测定浓度，即可获得通过扩散和气泡方式排放的某种气体通量；然后，通过与包括植株的密闭
箱法测定的结果进行比较，即可计算出由植物通气组织排放的气体占总排放量的比例

植株切割法
植株切割法是将植物水面以上的部分全部切除，并且密封切口，对比植株切割前后气体排放
的量，据此获得由植物通气组织排放的气体量

扩散途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扩散通量悬浮

箱法［５２⁃５４］

在水体表面放置一个顶部密封、底部中通的浮箱箱体，每隔一段时间收集表层水体以扩散方
式排放的待测气体，然后利用气体分析仪器检测待测气体的浓度，最后根据气体浓度随时间
的变化率来计算被覆盖水域待测气体的排放通量

模型估算法 ／ 梯
度法［５５⁃５７］

首先测量表层水和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并计算两者的气体浓度差；然后根据气体浓度梯
度差，运用 Ｆｉｃｋ 定律来估算通量 Ｆ，其计算公式为：Ｆ ＝ ｋｘ（Ｃｗａｔｅｒ －Ｃａｉｒ ），式中 ｋｘ为气体交换系

数，Ｃｗａｔｅｒ为水体表层溶解的气体浓度，Ｃａｉｒ为大气中对应气体的浓度

涡度相关法［３９， ５９］ 通过分别测定垂直风速和气体浓度的变化来计算生态系统与大气间的气体净交换量

ＴＤＬＡＳ 吸收光

谱法［４８］
利用二极管激光器波长调谐特性来获取待测气体在特征吸收光谱范围内的吸收光谱，实现对
气体进行定性或定量监测和分析

３　 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大小由产生和传输过程共同决定，对于 ＣＨ４气体来说，氧化也是一个重

要环节。 以上过程受到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气象因素、水体理化性质、生物作用、水动力条件等。
３．１　 物理因素

３．１．１　 温度

水温是水体重要物理参数，对水体 ＣＯ２通量影响因生境不同而呈现差异。 在相对封闭或静止的水体中

（如天然湖泊和浅水池塘），较高水温促使有机质分解，引起水体二氧化碳分压（ｐＣＯ２）上升，增加水体 ＣＯ２向

大气释放［１１， ６１］。 对河流和水库而言，纵向输移和垂向混合的生境特征迫使该种水生生态系统具有一定开放

性水温特点，致使水体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同湖泊有较大差异。 在上述生境下，较高水温会增强水生生物光合

作用对水体中溶解性 ＣＯ２吸收，提高水体 ｐＨ，降低 ｐＣＯ２，进而增加水体对大气 ＣＯ２吸收［１８， ６２］。
水温通过影响微生物活性、氧化还原环境及气体在水中溶解度间接的影响到 ＣＨ４和 Ｎ２Ｏ 排放。 水温升

高会激发微生物活性，降低气体在水中的溶解，促进水体中 ＣＨ４和 Ｎ２Ｏ 向大气释放［６２， ６３］。 Ａｖｅｒｙ 等［６４］ 采用１４

Ｃ 标记对美国北卡罗莱纳州 Ｗｈｉｔｅ Ｏａｋ 河流沉积物的研究发现，沉积物中乙酸发酵途径产生的 ＣＨ４约占 ＣＨ４

产生总量的 ６９％，ＣＨ４产生速率随温度升高呈指数增长，沉积物中 ＣＨ４产生的微生物活性主要受控于温度。
Ｓｉｌｖｅｎｎｏｉｎｅｎ 等［６５］对水体 Ｎ２Ｏ 排放速率研究发现，随着水温增加，水体沉积物的硝化和反硝化速度因微生物

活性增强而促进了水⁃气界面 Ｎ２Ｏ 的排放速率。 也有研究表明，较高水温易导致水体缺氧而抑制硝化作用，进
而会抑制 Ｎ２Ｏ 的产生与释放［１１］。

气温通过对水温和沉积物底质温度的调节作用引起水体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呈现显著地时间变化特

征［５， １０， １２］。 Ｇａｒｃｉａ－Ｒｕｉｚ 等［１３］对英国 Ｓｗａｌｅ－Ｏｕｓｅ 河 ５ 个不同地段的研究发现，各河段水体最大 Ｎ２Ｏ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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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出现于气温较高的 ５—１０ 月，而其它时间明显降低。 Ｘｉｎｇ 等［１５］对亚热浅水湖泊 ＣＨ４排放的研究也发现，湖
泊向大气排放 ＣＨ４的峰值出现在气温较高的夏季，其它季节 ＣＨ４排放量均维持在较低水平。 但不同水体环境

温室气体排放通量日变化与气温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无相关性［６３］，正相关［１２， ２０， ６６］ 或负

相关［６７］。
３．１．２　 风速

风速通过风应力致使水体表面破碎，增加水体与空气接触面积，改变表层水与大气间的 ＣＯ２浓度梯度来

影响气体扩散的强度［３８， ４８］。 在浅水环境中，风力扰动作用还会促使沉积物中碳酸盐溶解于水体，引起水体碱

度上升，增加水体 ＣＯ２向大气中释放［１２， ６３］。
风速对水⁃气界面 ＣＨ４ 排放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是风力对水体的扰动将引起沉积物层产生大量气

泡［２２， ６８］，并且通过剪切水面波浪降低水⁃气界面的气体扩散阻力来增加水体 ＣＨ４的排放；二是风力扰动会增

加水中溶解氧（ＤＯ）含量和增强深水层中的氧化作用，产甲烷菌活动因而受抑制，从而减少了 ＣＨ４的产生与

排放［４３］。
风速可通过影响 Ｎ２Ｏ 在水⁃气界面的分压平衡来影响水体 Ｎ２Ｏ 释放，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风的切应力导

致水体表面破碎，增加水⁃气交换面积，促进水体 Ｎ２Ｏ 释放；另一方面，风速变化通过影响 Ｎ２Ｏ 在水体中的饱

和度引起水体中 Ｎ２Ｏ 源 ／汇角色转换。 在高风速条件下，水体 Ｎ２Ｏ 极有可能出现欠饱和，在该种情形下水体

会形成向下的泵吸作用［６９］，促使水体对大气中 Ｎ２Ｏ 的吸收［７０］。
３．１．３　 光合有效辐射

光合有效辐射（ＰＡＲ）通过影响温度、植物及微生物活性间接影响水体温室气体的地球化学过程，并且这

种影响因水体植被覆盖状况而呈现出差异性。 在水生植物覆盖率较高或浮游植物较丰富的水环境中，水体与

大气间 ＣＯ２通量的昼夜变化受太阳辐射影响［１２， ７１］。 日间太阳辐射较强，植物代谢过程旺盛，强烈的光合作用

大量吸收水中溶解性 ＣＯ２，引起水体 ｐＨ 上升，致使水体 ｐＣＯ２低于大气水平，从而削减水体系统总呼吸的 ＣＯ２

量［１８， ７１］；而夜间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
ＰＡＲ 可通过影响植物光合作用强度以及微生物活性间接的影响到 ＣＨ４产生与排放。 昼间强烈的 ＰＡＲ 促

使植物光合作用释放 Ｏ２，激发 ＣＨ４氧化菌活性，致使沉积物产生的 ＣＨ４被较快氧化［１１， １２］。 此外，昼间 ＰＡＲ 可

提高水生植物体内的水汽蒸发和温度，加大植物体内湿度诱导的压强梯度和热力学诱导渗透，进而加强气体

对流；而一旦光照条件消失，气流则停止［３５］；因此，ＰＡＲ 也会影响植物传输 ＣＨ４机制的昼夜转换。 很多水生植

物，如芦苇、宽叶香蒲（Ｔｙｐｈ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长苞香蒲（Ｔｙｐｈａ ｄｏｍｉｎｇｅｎｓｉｓ）等在低光照或夜间的时候，采用分子扩散

机制来排放 ＣＨ４；而在日间光照充足的条件下，以对流传输为主［３３， ３４］。
ＰＡＲ 可通过引起水体溶解氧变化来对水体中 Ｎ２Ｏ 的产生与排放过程产生影响。 强光照条件下，沉积物

反硝化速率因水体氧气渗透能力增强而降低［７２］，从而造成通过反硝化途径产生的 Ｎ２Ｏ 减少［７０］。 此外，该过

程中的硝化速率也随水体氧的渗透能力增强而提高，但在水体环境下 Ｎ２Ｏ 主要来源于沉积物反硝化过程，硝
化作用增加的 Ｎ２Ｏ 量不足以抵偿反硝化过程削弱而减少的量。 因此，强光照条件下水体向大气中释放的 Ｎ２

Ｏ 可能会减少［６６， ７３］。
３．２　 化学因素

３．２．１　 ｐＨ 值和氧化还原电位

水体 ｐＨ 直接影响水中碳酸盐体系（ＣＯ２、ＣＯ２－
３ 和 ＨＣＯ－

３ ）的动态平衡及分布，控制着水体 ＣＯ２浓度。 当

ｐＨ 小于某一临界值时（７⁃８） ［４８， ６３］，水体 ＣＯ２容易成饱和状态，水体中较高的 ｐ（ＣＯ２）促使 ＣＯ２进入大气；当水

体 ｐＨ 高于临界值时（ｐＨ＞８），水中游离 ＣＯ２会转变为碳酸盐，引起水体 ＣＯ２不饱和，水体较低的 ｐ（ＣＯ２）会有

利于大气环境中 ＣＯ２进入水体中［１９， ４８］。 水⁃气界面 ＣＯ２交换通量与 ｐＨ 间往往表现为负相关关系［１８， ６３］。 对于

ＣＨ４和 Ｎ２Ｏ 而言，因微生物活性在中性或弱碱性环境下最高［７４， ７５］，较低 ｐＨ 值将促进 ＣＨ４和 Ｎ２Ｏ 的产生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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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当水体 ｐＨ 值呈现碱性或重酸性时，微生物活性和有机质分解速度均会降低［６３］，此时 ＣＨ４和 Ｎ２Ｏ 的产生

量会因细菌所需底物供应不足而减少。
氧化还原电位对水体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目前关于水生生态系统 ＣＯ２和

ＣＨ４排放通量对氧化还原电位的响应存有争议。 一方面认为，氧化还原电位是反映沉积物或水体环境氧化还

原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有机质分解的制约因素，直接关系到温室气体的产生及在迁移过程中的转化，
对水体 ＣＨ４和 ＣＯ２排放有着显著影响［７６］。 另一方面认为，野外风速和风向对水体扰动存在随机性，进而导致

水体氧含量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使得氧化还原电位对水体 ＣＨ４和 ＣＯ２排放通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６７］。
３．２．２　 溶解氧和溶解性有机碳

水体溶解氧（ＤＯ）含量及分布情况决定着水体中有机物降解途径及其产物，对水体生源要素循环有重要

影响［６８］。 对于碳循环而言，有机物在有氧情况下产生 ＣＯ２和 ＣＨ４，而在缺氧状态下主要产生 ＣＨ４；对于氮循环

而言，在有氧环境中主要发生硝化反应，厌氧环境中主要发生反硝化反应。 Ｒｏｓａ 等［２２］对热带地区水库研究发

现，沉积物中产生的 ＣＨ４，一部分通过扩散方式上升到水面，在上升过程中，由于水中氧含量的逐渐上升，产生

的大部分 ＣＨ４被有氧⁃缺氧临界面的甲烷氧化菌消耗掉，从而使得水体扩散到大气的 ＣＨ４量明显减少。 Ｘｉｎｇ
等［１５］对亚热带浅水湖泊研究发现，湖泊水体夏季向大气排放的 ＣＨ４大于春季、秋季及冬季，除受湖泊初级生

产力影响外，夏季水体氧含量较低、厌氧程度高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Ｓｃｈｒｉｅｒ－Ｕｉｊｌ 等［６３］ 研究也发现，不同

水体环境中 ＣＨ４排放量与水体 ＤＯ 变化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通常情况下 ＤＯ 低的水体排放的 ＣＨ４要大于

ＤＯ 高的水体。 韩洋等［７０］研究发现，南京典型水体春季 Ｎ２Ｏ 排放量昼间低于夜间，与昼间水体 ＤＯ 高致使硝

化作用增强有关。
溶解性有机碳（ＤＯＣ）丰富程度对水体中 ＣＯ２和 ＣＨ４的产生与排放具有重要影响［９， ７７］。 通常情况下，单位

面积水体的 ＣＯ２和 ＣＨ４通量与流域或水体中 ＤＯＣ 浓度呈正相关关系［２０， ７８］。 对水库的研究表明［１８， ２１， ２３］，在水

库运行初期因水库淹没大量植被和土壤，水体中易分解的 ＤＯＣ 浓度高，ＣＯ２和 ＣＨ４排放量亦高；随着水库年龄

增加，ＤＯＣ 浓度降低，ＣＯ２和 ＣＨ４排放通量也随之减少，最终趋于天然河道水平。 ＤＯＣ 影响水体 ＣＯ２和 ＣＨ４排

放通量的主要作用机制是 ＤＯＣ 为水体中 ＣＯ２和 ＣＨ４产生的直接碳源，其含量高低直接关系到相关微生物活

性。 此外，ＤＯＣ 对水生生态系统 ｐ（ＣＯ２）也具有一定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因湖泊或水库所处流域中 ＤＯＣ 丰富

程度、来源途径、水体规模及地理位置不同而呈现出差异［４３］。
３．２．３　 营养盐

水体营养盐浓度变化可通过影响水生植物初级生产力和水生生物新陈代谢过程间接的影响到水⁃气界面

ＣＯ２通量变化［７９， ８０］。 一方面，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在吸收水中 ＮＯ－
３、ＰＯ３－

４ 等营养物质时，会降低水体碱度，导致

ｐ（ＣＯ２）下降，促使 ＣＯ２从大气进入水体［１８， ７１］；另一方面，水体营养盐含量增加可提高水生植物初级生产力，
增加水体呼吸作用，引起水中 ｐ（ＣＯ２）上升，促使 ＣＯ２从水体进入大气［７１， ８０］。 但在上述过程中，水体扮演的是

ＣＯ２“汇”还是“源”的角色最终取决于水生植物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间主导地位转换。
ＣＨ４产生依赖于有机质数量和性质、产甲烷菌活性以及电子受体有效性，而这些要素与底物供应程度、厌

氧环境等均存在密切关系。 营养盐影响水体 ＣＨ４产生与排放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以下 ３ 点：（１）为甲烷产

生菌产 ＣＨ４供应底物；（２）营养物质分解会导致水中 ＤＯ 消耗加剧和厌氧环境增强［１５］；（３）水环境中 ＮＨ＋
４ 可

以对甲烷氧化菌产生抑制作用［８１］。 所以水中较高的营养盐浓度有利于 ＣＨ４产生和排放。 Ｈｕｔｔｕｎｅ 等［７９］ 对芬

兰 Ｌｏｋｋａ 和 Ｐｏｒｔｔｉｐａｈｔａ 水库的研究发现，水中高浓度的营养盐及初级生产力是引起 Ｌｏｋｋａ 水库高 ＣＨ４排放量

的主要原因，水中 ＣＨ４浓度与 ＴＮ、ＴＰ 浓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Ｓｃｈｒｉｅｒ－Ｕｉｊｌ 等［６３］研究也发现，ＣＨ４排放量随

水中 ＮＨ＋
４ 和 ＰＯ３－

４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且 ＣＨ４排放量与 ＰＯ３－
４ 呈现出显著正相关。

ＮＯ－
３、ＮＯ

－
２ 等营养盐与水体中 Ｎ 转化过程有着十分密切地关系。 在水体硝化过程中，水中较高的硝态氮

会引起硝化产物（包括 ＮＯ－
３、ＮＯ

－
２）浓度过高，导致硝化过程中中间产物羟胺继续转化受限而氧化为 Ｎ２Ｏ，造成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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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产量增加［８２］。 在水体反硝化过程中，Ｎ２Ｏ 产量受（ＮＯ３＋ＮＯ２）－Ｎ 供给及电子供体需求平衡的调控［８３］，硝
态氮浓度升高时，硝态氮作为比 Ｎ２Ｏ 更强的电子受体对一氧化二氮合酶（ｎｏｓ）的抑制使得 Ｎ２Ｏ 难以继续还

原，从而使得 Ｎ２Ｏ 得以累积产生并释放［８３］。 因此，水体中 ＮＯ－
３、ＮＯ

－
２ 浓度增加可同时促进硝化与反硝化过程

中 Ｎ２Ｏ 的生成，对 Ｎ２Ｏ 释放具有正效应［８４， ８５］。
３．３　 生物因素

水生生物对水⁃气界面 ＣＯ２交换通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２ 个方面，一方面在自养状态下，水生浮游植物初

级生产力大于水生生物呼吸作用，碳被固定，引起水体 ｐ（ＣＯ２）下降，促使水体吸收大气中的 ＣＯ２；另一方面，

在异养状态下，水生生物呼吸作用强于光合作用，水体 ｐ（ＣＯ２）增加，促使水体向大气中释放 ＣＯ２
［１８， ２１， ６７］。 在

对 ＣＨ４的影响方面，水生生物活动可通过影响水中 ＤＯ 含量而间接影响水⁃气界面 ＣＨ４通量。 一方面，水生浮

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可增加水中 ＤＯ 含量，造成水体中 ＣＨ４氧化量增加；另一方面，水生生物通过呼吸作用、有

机物的分解等途径消耗水中 ＤＯ 含量，ＣＨ４产生与排放量因厌氧环境增强而增大［６８］。
植被对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不可忽视，其主要通过以下机制或途径产生作用：（１）植物通

过光合作用固定碳或降低水流流速富集大量的有机物［１６， ８６］，为相应气体产生提供充足的碳氮源；（２）植物通

过根系周转及其对碳物质的分泌［８７］，为微生物活动提供原料；（３）为沉积物厌氧区生成的 ＣＨ４、Ｎ２Ｏ 等气体直

接进入大气提供通道［８６， ８８， ８９］；（４）植物自身产生或吸收 ＣＨ４气体［９０］。
３．４　 水动力因素

温室气体从水体释放到大气的过程是一个动力学过程，与水流动力及水⁃气界面动力息息相关［８２］。 水流

速度通过影响藻类生长环境及水体富营养化来影响光在水体中的通透性［６８］，进而影响到水生生物在水体碳

氮循环过程中的活性。 Ｓｉｌｖｅｎｎｏｉｎｅｎ 等［６５］波罗的海 Ｔｅｍｍｅｓｊｏｋｉ 河的研究发现，较快的水流速度及较大的风速

有利于水⁃气界面温室气体交换。 此外，水位季节性波动影响到深层水体温度的变化，进而影响到有机物分解

速率及气泡的比率［７２］，从而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会发生季节性变化［３， ６８， ９１］。
３．５　 人类活动的影响

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大坝与水库建设改变了水生生态系统原有的自然演进和变化过程，直接影响到 Ｃ、Ｎ
等生源要素在水体中的生物地球化学行为。 陆域湖泊多属于浅水富营养性湖泊，浮游植物生产力高，水生高

等植物丰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吸收大气中的 ＣＯ２，可能是未被发现的重要碳汇［９２］。 已有研究初步估计，湖

泊对大气 ＣＯ２的总汇（以 Ｃ 计算）可达 ５．３２×１０７ ｔ·ａ－１［９２］。 但长期盲目的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如天然湖泊围

垦转变为农田，导致湖泊生态系统碳的大量流失，湖泊在水生生态系统中的碳汇能力正在逐步地被弱化。 大

坝与水库建设是当前人类活动对河流碳氮循环过程影响最为主要的干扰方式。 河流上大坝和水库的广泛存

在，一方面加大了来自河流上游输移的陆源侵蚀物质的沉积量［９３］，加之大坝的拦截使水体停留时间延长，有
利于自源含碳物质的生产［９４］和有机物的降解，进而会改变水体的碳汇 ／源功能，其中寒带及温带地区水体主

要表现为 ＣＯ２的“源”，热带地区主要表现为 ＣＨ４的释放“源” ［９５］。 另一方面大坝下游水流速度趋缓，加上沿途

大量工农业废水及居民生活污水的排入，水体营养盐浓度升高，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９５］，直接引起水体理化

状况的变化［９６］，势必也会影响到大坝下游河流水体温室气体的产生与排放过程［９１］。 但目前关于建坝前后的

大坝下游河流水体温室气体通量差异性对比的研究鲜见报道。
内陆水域水产养殖是影响人工池塘和天然湖泊温室气体通量变化较为常见的一种人为干扰方式。 据

Ｂｏｙｄ 等人的研究估算［９７］，世界范围内 １．１１×１０５ ｋｍ２的水产养殖塘的沉积物每年可封存 １．６６×１０７ ｔ 的 ＣＯ２（以
Ｃ 计算），占全球每年碳排放总量的 ０．２１％，水产养殖业在固定（形成碳汇）和移除（碳提取）水生生态系统碳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目前国际上在该方面的研究仅仅是从渔业统计数据角度初步分析水产养殖塘的

能耗及构成，据此来估算水产养殖活动中 ＣＯ２的排放强度［９２］，对于直接开展水产养殖活动对水体碳氮循环过

程及其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研究鲜见报道［８０］。

９　 ２０ 期 　 　 　 杨平　 等：淡水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途径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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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问题与展望

作为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淡水生态系统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过程具有自身的特点，近年来

引起较多的关注，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着局限性。 鉴于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建议今后的研究

方向可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１）加强对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通量测定方法的标准化研究。 尽管已有许多方法用于淡水生态系统

温室气体通量的监测，但目前各种方法的测定结果之间的可比性较差。 因此，探索有效而准确的测定方法，并
统一标准对今后开展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通量的连续观测具有重要意义。

（２）加强对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大范围长期连续观测研究。 当前对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

体排放研究主要聚集在定点观测上，并据此来表征整个水域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动态特征及其总排放量。 水

生生态系统自身特性及其环境因素的时空异质性势必会对整个观测结果产生影响，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不确定

性和较大误差，有必要采用有效监测技术进行大范围长期连续观测研究。
（３）继续深化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各种排放途径的研究。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水生生态系统自身

特性、气象因素、水体理化性质、生物因素和水动力因素）、观测时间（昼夜变化和季节变化观测）、加大野外采

样频率等方面对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不同排放途径进行观测研究，以期明晰不同排放途径的具体作用机制

及其相应时空变化特征。
（４）加强水生生态系统不同界面的温室气体排放研究。 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的排放，不仅涉及到水体

内部变化，而且与沉积物、陆源输入等都有关联。 目前主要聚集在水⁃气界面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忽视了对

水⁃沉积物界面、水⁃陆界面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研究。
（５）积极开展人类活动影响下水生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特征的研究。 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大坝与水库

建设等人类活动改变了水生生态系统原有的自然演进过程，工农业废水和居民生活污水大量排放引起的水体

富营养化，均直接影响到 Ｃ、Ｎ 等生源要素在水体中的生物地球化学行为，有必要深入探讨人类活动对水生生

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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